
 

民营企业家地位感知与员工雇佣保障

淦未宇， 覃天柱
（西南政法大学 商学院, 重庆 401120）

摘   要：员工雇佣保障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稳定就业市场的微观基础与实践路径。文章利用全国

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对企业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

明，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能够强化雇员劳动权益保障质量。具体来讲，当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较高

时，企业长期员工雇佣比例显著提升，短期和临时员工雇佣比例显著降低。进一步检验揭示，企业家主

观地位主要藉由改善内部用工环境、增强员工“集体发声”和强化政企联结等三条路径提升员工雇佣保

障质量。研究还发现，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对员工雇佣保障的作用强度还受到企业所在地区官员

晋升预期、市场化进程、失业率水平和企业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影响。文章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揭示了企业

家主观地位感知对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拓展了员工权益保障主题的研究文献。它也

为营造尊重企业家干事创业社会氛围、增强企业家自我认同以及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必要

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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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在经历了几十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社会正面临结构转型、

地缘贸易与科技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等多重压力（朱民等，2020）。作为经济发展

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劳资冲突与纠纷案件频繁发生，对企

业生产秩序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严重破坏（淦未宇等，2020）。这些事件背后所潜藏的劳动契约

短期化、用工合同不规范、劳工权益保护不到位等现实问题日益凸显，不仅加剧了就业市场的

不稳定性（魏下海等，2015），也阻碍了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本

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Riley等，2017），强化员工雇佣保障则是激发人力资本活

力、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因此，改善员工雇佣保障质量，维系社会就业稳定，一直

都是各级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也强调，关爱员工是企业家履

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要努力稳定就业岗位，关心员工健康。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员工雇

佣保障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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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也是提供工作岗位、实现就业稳定的微观基础。作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税收、60%以上GDP、70%以上技术创新

成果以及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
①

。尽管如此，受经济利益驱动，民营企业在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缓解地区就业压力以及消除社会波动等方面的动机依然较弱（Lin等，1998）。它们基于成本

导向往往不会主动寻求员工薪酬待遇、培训机会和安全管理等条件的改善，这也导致员工频繁

跳槽和雇佣关系恶化，并造成了日趋紧张的劳动关系和严峻的就业形势（魏下海等，2015）。

目前关于员工雇佣保障的既有文献主要沿袭西方的制度理论范式，围绕工会组织、劳动法

和公司治理机制等制度因素展开讨论（Lu等，2010；Li和Freeman，2015；Ferrell等，2016），较少关

注到企业家个体层面。实际上企业家作为重要的市场决策主体，其承载的企业家精神能够促进

企业更好地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融合起来，引领企业在追求自身成长的同时兼容社会进步

为发展目标（阳镇等，2021）。因此，作为企业资源的实际管理者和生产要素的组织者，企业家对

于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至关重要（Glaeser等，2015)。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往研究主要探讨

企业家年龄、经历、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效应。然而，企业家的

主观地位感知−被定义为个体在社会中对自身地位的主观评价，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

了。实际上相对于客观特征而言，主观地位所包含的信息量更多，不仅能够反映个体客观特

质，还能够体现其个体意志和对周围事物的感知与评价。社会心理学理论表明，个体对自身地

位的认同水平能够对企业战略与经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例如，马骏等（2019）发现，民营企业

家的主观地位感知水平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阳镇等（2021）发现，企业家综合地位感知

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尽管这些研究都表明，拥有较高地位感知的企业家能够

更好地发扬企业家精神的积极作用，但鲜有文献探讨企业家主观地位对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利用全国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民营企业家的

地位感知对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与员工雇佣保

障质量显著正相关。具体来讲，当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较高时，企业长期员工雇佣比例显

著提升，短期和临时员工雇佣比例显著降低。进一步检验揭示，企业家主观地位主要藉由改善

内部用工环境、增强员工“集体发声”和强化政企联结等三条路径提升员工雇佣保障质量。研究

还发现，民营企业家综合地位感知对员工雇佣保障的作用强度还受到企业所在地区官员晋升

预期、市场化进程、失业率水平和企业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影响。

本 文 的 边 际 贡 献 在 于 ： 首 先 ， 与 以 往 聚 焦 劳 动 法 律 监 管 （Cheng等 ，2015；Meng，2017；

Haepp和Lin，2017；孙中伟等，2018；杜鹏程等，2018）、工会组织（Buchmueller等，2002；姚洋和钟

宁桦，2008；孙中伟和贺霞旭，2012；魏下海等，2015）或党组织治理（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徐

细雄和严由亮，2021；Cheng，2022）影响员工雇佣保障的研究文献不同，本文重点揭示了企业家

个体层面特质−主观地位感知在维系雇佣关系稳定、缓解劳资冲突中的独特作用，拓展了

有关企业员工雇佣保障的文献。其次，除了性别、年龄、经历等显性特质外，企业家的主观地位

感知水平也对其价值系统和行为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沿袭高阶梯队理论逻辑，本文探究了企

业家地位感知对员工责任履行和雇佣保障质量的影响效应，这也深化了对主观地位所引发经

济后果的理论认识，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领域的相关文献。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也为新时代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营造尊重、支持和保护企业家的社会氛围，增强企业家荣誉感、归属感、

认同感和价值感，进而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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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11月11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1/content_5336616.

htm?cid=303。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经

济增长奇迹”，但也遭受着收入分配不均、劳资矛盾尖锐等社会问题的困扰（Chung等，2006）。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短期甚至无合同雇佣等灵活就业形式就已经开始形成。直至目前，弱化

员工保护的灵活就业形式仍然普遍存在，而且无论雇主还是雇员都无法有效遏制雇佣期限短

期化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蔓延（孙中伟等，2018）。尽管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创造就业机会和稳

定就业形势的重要力量（刘一鸣和王艺明，2021），但其劳动合同短期化、用工不规范等问题也

表现得尤为突出。劳资关系稳定有利于提升员工雇佣保障质量，也能够降低因劳资冲突和大规

模失业引发的社会风险（Solinger，2002）。因此，维护良好的劳动契约关系对于稳定地区劳动力

市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私有产权保护和市场机制的局限性，民营企业家经常被冠以“暴发户”

之名，企业合法性身份难以被社会普遍认同（周泽将等，2019）。伴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

大和政府对非公经济价值的肯定，企业家群体的客观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且逐渐获得公众的支

持与尊重。因此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更应当积极维护企业家个体的合法性和

独 立 性 ， 重 视 其 身 心 发 展 。 本 文 认 为 企 业 家 主 观 地 位 感 知 对 员 工 雇 佣 保 障 产 生 重 要 影 响 。

Allen等（2005）强调，在中国“弱正式制度”背景下，非正式制度可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

替代性治理价值。现有文献也从社会文化视角提供了非正式制度因素影响员工权益保护的经

验证据（淦未宇等，2020；徐细雄和严由亮，2021；Wang等，2021；Li，2021），这为本文研究企业家

主观地位与员工雇佣保障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除了强制性法律约束，企业员工雇佣保障的具体策略存在较大的自由筹划空间。例如，《劳

动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

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七章第六十二条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九十天的

产假”等，企业可以在满足上述法律下限基础上确立本单位的具体雇佣保障政策。一方面，企业

要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就必须提供具有竞争力的雇佣保障和福利政策留住人才，培育企业

人力资本。例如，Rind等(2022)发现，公司员工福利政策是由市场竞争和同行公司的员工福利政

策所推动的。另一方面，企业家作为核心决策者，其个人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主观地位会影响

企业雇佣保障政策的规划和实施。当劳动监管与制度约束不健全时，企业家地位感知等非正式

制度因素的作用会更加凸显出来。因此，本文认为企业家因素，尤其是企业家对自身地位的认

同与感知是影响员工雇佣保障的关键，其内在原因在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强调人们将其社会资本、可支配资源以及社会声望等与他人比

较，从而形成对自己社会阶层等级的主观判断(Anderson等，2012)。个体对自身的主观地位感知

存在明显的“嵌入性”和“比较性”特征。其中，嵌入性表示个体始终处于某个群体、组织或是社

会背景之下，个体对自身地位的认同通常会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和特殊区域相联系；比较性则

强调个体主观地位感知是通过与其所处社会背景中的其他个体进行比较而获得的（马骏等，

2019）。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观地位比客观地位更能影响到个体心理状态及行为。高阶梯队理论

认为，管理者个体特质会影响企业的风险偏好和决策方式（Hambrick和Mason，1984）。较高的地

位感知能够强化企业家的心理安全感和长期经营导向，提升对未来企业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从

而加大包括员工关系投资在内的长期投资行为。相反，地位感知水平较低的企业家容易受到相

对剥夺感的消极影响（许为宾等，2021）。处于悲观心理状态的企业家往往消极地认为，如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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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企业员工劳动保障投资力度，一旦未来员工流失就会演化为“为他人作嫁衣”。基于这种消

极预期和风险顾虑，他们更倾向于缩减雇佣保障投资力度。

其次，从战略视角来看，有研究发现企业改善雇佣保障质量不仅能够作为员工治理的战略

工具，还有利于缓解雇员与企业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Flammer和Luo，2017）。和谐的劳动关系

和较好的员工待遇可以缓解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Flammer，2015），减少坏消息

囤积（Kim等，2014）、降低分析师预测偏差（Becchetti等，2013）。此外，从信号传递视角来看，员

工雇佣保障所发挥的信号作用已经在企业资本结构、财务杠杆以及债务契约的相关研究中得

到了广泛证明（Verwijmeren和Derwall，2010；Bae等，2011；Simintzi等，2015）。因此，企业对雇员提

供高质量的劳动权益保护也可以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积极信号，从而获取更好的劳动力供

给、社会声誉以及信贷评级等。企业家对自身的地位感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教育程度以

及客观社会地位。具有较高地位感知水平的企业家能够敏锐捕捉到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外溢

积极效应，从而会加强员工雇佣保障力度，稳定员工契约关系。

再次，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为，除了维护股东利益之外，企业还应当建立与其他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联系，包括员工、客户以及社会群体等，从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促进全体社会共同

发展。有学者指出，民营企业家的综合地位感知越高，越渴望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来获得社

会认可（阳镇等，2021），进而加大对员工的劳动雇佣保障，为改善劳工生活水平，稳定地区劳资

关系作出贡献。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当企业家地位感知越高时，其对自身所嵌入社会的体

验感会更加强烈，从而强化企业--社会联系，促使其从事更多的群体行为。特别是一旦个体在

社会比较过程中感知到自身处于优势地位，就会产生“优于平均效应”，这将极大改善个体心理

状态，做出更多亲社会行为（马凌远和李晓敏，2021）。这也意味着，主观地位感知水平越高的企

业家更有可能采取行动保障员工劳动权益。

最后，个体拥有的主观经济地位越低，其公众参与信心和政府信任水平通常也会处于较低

水平（李涛等，2021）。因此，具有较低主观地位的企业家不会主动去维持密切的政企联系。与之

相反，高地位感知的企业家更有可能与政府保持密切关联。原因在于，一方面，“资源效应观”

认为，政治关联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获得产权保护、政府补助等资源优势（Faccio，2006；

Claessens等，2008）。为了提升企业长期经营能力，具有较高主观地位感知的企业家更有动机去

争取上述“政治优势”，主动构建政企关联，从而获得更多发展资源。另一方面，拥有较高主观

地位感知的企业家不仅关注自身企业发展，还以全体社会的共同发展为己任。他们更有可能从

制度和组织层面去强化政企关联，与政府一起推动劳动力市场环境改善，从而促进社会进步。

现有研究也证实，企业建立政企关联确实对于改善员工权益保障大有益处（董志强和魏下海，

2018）。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越高，企业员工雇佣保障质量越好。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了2014年第十一次和2016年第十二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CPES）。该调

查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私）营企业

经济研究会联合组成的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组织完成的。调查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信

息中心提供的所有民营企业名录为抽样框架，进行了严格的名录抽样，代表性达到了新的高

度。根据本文研究所涉及到的有关变量，剔除从事金融行业、存在缺失值和异常值的企业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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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最终得到7 145个有效样本。为避免样本极端值对本研究产生的影响，本文对连续性变量进

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二）计量模型

为了考察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对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ES i = a0+a1S S ES +a2ΣControlsi+Regioni+ Industryi+εi (1)

其中，模型（1）中的因变量ES表示员工雇佣保障；自变量SSES表示综合地位感知；Controls表示

控制变量，Region和Industry分别表示地区与行业效应；ɛ是随机干扰项。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

健性，本文参考Li和Lu（2020）以及徐细雄和严由亮（2021）的研究对所有回归结果均使用省级

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员工雇佣保障。企业与员工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是反映雇佣保障

质量的重要因素（徐细雄和严由亮，2021）。一般情况下长期雇佣代表着企业用工稳定性，而短

期和临时雇佣则体现着就业灵活性。彼得•奥尔（2005）指出，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就业稳定性

比灵活性更为关键，因为长期雇佣意味着企业员工享有更高的劳动权益保障水平，从而能够有

效减轻地区就业压力。借鉴已有文献（李小瑛和赵忠，2012；魏下海等，2015；徐细雄和严由亮，

2021），本文从三方面反映员工雇佣保障质量：（1）长期雇佣（ES1），即企业雇佣期限1年以上的

员工人数占比；（2）短期雇佣（ES2），即企业雇佣半年以上不足一年短期员工人数占比；（3）临

时雇佣（ES3），即企业雇佣半年以下的临时性员工人数占比。

2．解释变量−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本文对于企业家主观地位的衡量主要体现了韦伯

的社会多元分层思想，该理论运用了三个层面因素来衡量主观地位：经济地位（个人资本与财

富）、政治地位（权力）和社会地位（公众形象及声望）。这三个层面各自体现独立的主观地位维

度，但又彼此相联系。根据问卷题项“同周围其他社会成员（人士）相比，您认为自己在下列三

种社会阶梯（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上处在什么位置？（在三个阶梯数字的相应位置

上划圈，1表示最高，10表示最低）”。借鉴已有研究（马骏等，2019），首先我们对这三个题项所得

到 的 数 据 进 行 反 向 赋 值 ， 形 成 企 业 家 经 济 地 位 （SSES_E） 、 社 会 地 位 （SSES_S） 和 政 治 地 位

（SSES_P），其次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企业家地位感知的公因子，最后生成综合指标值，作为

民营企业家综合地位感知的代理变量。

3．控制变量。借鉴相关文献，本文还从企业家个人层面和公司层面对部分变量进行了控

制。第一，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聚焦到管理层性别多样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决策的影响上，并

且 有 文 献 表 明 女 性 高 管 更 可 能 考 虑 到 社 会 整 体 福 祉 ， 而 不 是 狭 隘 的 股 东 利 益 （Altunbas等 ，

2022）。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家性别变量。第二，企业家教育背景是影响企业行为决策的重要

因素（Hambrick和Mason，1984），并且教育背景与个人社会地位及其对员工权益保护的看法息

息相关。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家受教育程度（Edu）变量，从“小学及以下”到硕博研究生学历依

次从1-6进行赋值。第三，企业对慈善事业的投入力度能够反映其对社会的“亲和力”（Liu等，

2021），所以在慈善事业投资更多的企业可能更加关心雇员权益保障问题。因此，本文采用企业

年度慈善捐赠数额占其年度净利润的比例来控制企业慈善捐赠（Csr）变量。第四，目前学界揭

示了海归高管对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并认为海外经历能够拓宽高管的认知视野，带来先进知

识和技能，最终提升公司绩效水平（淦未宇和刘曼，2022；沈菲等，2022）。有文献指出，海归高管

倾向于追求企业可持续发展并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质量（Gao等，2022），这使得他们可能

更关心员工的合法权益与职业发展。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家的境外学习或培训经历（For），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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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有海外培训或研学经历则赋值为1，否则为0。第五，有研究发现，建立了党组织的民营企

业通常拥有更高的雇佣保障质量（徐细雄和严由亮，2021；Cheng，2022）。因此，本文控制了党组

织（Pg）变量，若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则赋值为1，否则为0。同时，工会组织也是保护员工合法权

益的重要途径（魏下海等，2015）。因此，我们控制了工会组织（Uni）变量，若企业建立了工会则

赋值为1，否则为0。第六，不同规模和类型的企业可能在雇佣保障制度和员工权益重视程度上

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这对于识别主观地位与雇佣保障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

文采用企业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来控制企业规模（Size）变量，并采用企业全年营业收入的

自然对数来控制营业收入（Ope）变量。根据注册类型“一人公司”“独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来控制企业类型（Type）变量。第七，本文根据企业是否对技术创新项目进行投资来控制新增投

资方向（Exp）变量。这是因为，企业新增投资项目通常预示着其未来发展方向，而创新研发项

目通常具有长期性且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本。已有研究也显示，企业创新与员工雇佣保障之间存

在着必然的因果关联（Chen等，2016）。因此，本文对该变量进行了控制。

四、  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1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中民营企业家主观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均

值分别为5.595、5.577和4.942，标准差分别为1.827、1.876和2.156，这表明我国民营企业家之间主

观地位感知水平的差异较大，尤其是主观政治地位。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企业家综合地位感知的

均值为0.091，标准差为0.807。以上结果表明，目前民营企业家的主观地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在员工雇佣保障方面，长期雇佣（ES1）的样本均值为0.865，短期雇佣（ES2）以及临时雇佣

（ES3）的样本均值分别为0.084和0.048。这表明，虽然民营企业中长期雇员占主导地位，但短期

与临时员工也在其中占有重要比例。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SES_E 7 145 5.595 1.827 1 10

SSES_S 7 145 5.577 1.876 1 10

SSES_P 7 145 4.942 2.156 1 10

SSES 7 145 0.091 0.807 −1.924 1.774

ES1 7 145 0.865 0.192 0.143 1

ES2 7 145 0.084 0.126 0 0.500

ES3 7 145 0.048 0.107 0 0.714

Sex 7 145 0.832 0.374 0 1

Pg 7 145 0.359 0.480 0 1

Uni 7 145 0.457 0.498 0 1

Size 7 145 4.013 1.764 0 8.189

Edu 7 145 3.465 1.255 1 6

Type 7 145 3.676 0.925 1 5

Exp 7 145 0.279 0.449 0 1

Csr 7 145 0.074 0.249 -0.111 1.842

For 7 145 0.060 0.238 0 1

Ope 7 145 7.003 2.537 0.182 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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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on相关系数表显示，民营企业家综合地位感知与企业长期雇佣比例和临时雇佣比例

之间的相关系数分为0.026和-0.035，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

小，VIF检验结果显示，自变量的膨胀因子均值为1.52，最大膨胀因子为3.36，远小于临界值10，

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回归结果分析

1.主效应回归检验。表2报告了企业家地位感知对员工雇佣保障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模型

（1）表示在未引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显著提升了企业长期雇员的占比。

企业家地位感知与员工雇佣保障质量的基本因果关系得到证实。模型（2）表示，当因变量为长

期雇佣（ES1）时，企业家综合地位感知（SSES）的回归系数为0.01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

（3）表示，当因变量为短期雇佣（ES2）时，企业家综合地位感知（SSES）的回归系数为-0.006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模型（4）表示，当因变量为临时雇佣（ES3）时，企业家综合地位感知（SSES）的

回归系数为-0.00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综合表明，企业家综合地位感知与企业长期

雇佣显著正相关，与短期和临时雇佣显著负相关，假设1得到支持。
 
 

表 2    企业家综合地位感知与员工雇佣保障

变量
长期雇佣（ES1） 长期雇佣（ES1） 短期雇佣（ES2） 临时雇佣（ES3）

（1） （2） （3） （4）

SSES 0.008***（3.04） 0.012***（3.80） −0.006**（−2.75） −0.006***（−3.85）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YES

行业/地区 NO YES YES YES
N 7 145 7 145 7 145 7 145

F值 9.24 45.51 27.29 29.46
Adj.R2 0.001 0.161 0.103 0.111

　　注：***、**、*分别表示对应系数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报告结果t值均经过省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
误修正。下同。
 

2． 分 组 回 归 检 验 。 中 国 地 方 官 员 存 在 一 种 逐 层 推 进 的 “晋 升 锦 标 赛 ”现 象 （Li和Zhou，

2005）。政绩相对落后的官员可能失去晋升机会甚至被降职，使得地方官员面临着激烈的晋升

竞争。上级官员主要通过三类绩效评估指标来开展政绩考核：硬指标（如GDP增长率和税收

等）、一票否决（如维护社会稳定等）和软指标（如改善教育、医疗体系和环境等）（Edin，2003）。

虽然维系社会稳定等“一票否决”指标不能像硬指标那样给官员政绩“加分”，但它却是官员晋

升的前提条件，一旦该指标不能完成，其他指标的实现会变得毫无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央政府对“不惜一切代价”追求GDP增长的传统发展方式进行“刹车”，更加强调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在政绩考评中将社会可持续发展列为优先事项，同时追求经济稳增长（Li和Lu，2020）。

在此导向下，地方政府官员必须要将改善地区劳资关系、维系社会稳定作为工作内容的重中之重。

不同年龄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表现出较大差异性。一般来讲，接近退休年龄的官员职业前

景更短，预期工作年限越长的官员则有更长远的职业前景（Wang和Luo，2019；Li和Lu，2020）。因

此，当官员面临较高晋升预期时，他们会最大限度地为自己晋升准备“筹码”，从而拥有较强动

机干预辖区内企业的行为决策（Wang和Luo，2019）。根据前文所述，主观地位较高的企业家更

能积极地参与到政府所关注的事情当中。因此，在地方官员晋升预期高的地区，主观地位较高

的企业家会进一步将“稳就业”政府诉求嵌入企业发展目标，从而强化对员工雇佣保障的积极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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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识别这一因果关系，本文手工搜集了样本区间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关于官

员年龄的基本信息。借鉴以往研究（Wang和Luo，2019；Li和Lu，2020） ,根据省长和省委书记实际

年龄距离其预期退休年龄的平均年份数来衡量官员晋升预期。然后，根据变量中位数将样本划

分为官员晋升预期高和官员晋升预期低两组子样本。如表3所示，在官员晋升预期较高的地区，

企业家主观地位对企业长期雇佣比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对短期和临时雇佣显著为负；而在

官员晋升预期较低的地区，自变量主观地位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均比“官员晋升预

期高”样本组要小。这些结果表明，主观地位较高的企业家通常对政府拥有较高的信任水平，从

而更容易受地方政府官员影响而改善员工雇佣保障质量。
 
 

表 3    官员晋升预期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官员晋升预期高 官员晋升预期低

ES1 ES2 ES3 ES1 ES2 ES3

（1） （2） （3） （4） （5） （6）

SSES 0.014***（3.48） −0.006*（−2.13） −0.007***（−4.38） 0.008*（1.89） −0.005*（−2.01） −0.003（−1.1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地区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 055 4 055 4 055 3 090 3 090 3 090

F值 28.63 16.56 18.35 18.47 12.07 12.68
Adj.R2 0.171 0.106 0.117 0.153 0.106 0.111

 

企业成长与发展离不开宏观制度环境。本文将进一步探究在各地区市场环境存在差异的

前提下，企业家主观地位对员工雇佣保障产生的异质性影响。我们采用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

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作为数据基础，将各省份指数与全国市场化平均指数进行比

较，然后将样本分为高市场化水平和低市场化水平两组。如表4所示，无论是在市场化程度高还

是低的地区，民营企业家综合地位感知对企业长期雇佣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对企业临时

雇佣情况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通过比较组间系数我们发现，在“市场化程度低”的样本组中，

自变量主观地位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均比“市场化程度高”样本组要大。这可能是因为在市场环

境较好的地区，劳动力市场发展较为完善，因此民营企业家对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效应会相对

较弱。但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市场化机制对员工权益保障的影响力度较弱，此时更加依赖

企业家自发采取行动改善员工雇佣保障，因而企业家主观地位所发挥的作用会更强。由此可

见，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地区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局限，帮助维护企

业良好的员工雇佣保障质量。这一点对于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弱制度”情境下实现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 4    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市场化程度高 市场化程度低

ES1 ES2 ES3 ES1 ES2 ES3

（1） （2） （3） （4） （5） （6）

SSES 0.007***（4.79） −0.005**（−2.80） −0.004**（−2.78） 0.017***（3.16） −0.006*（−1.89） −0.009***（−3.8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地区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 529 3 529 3 529 3 616 3 616 3 616

F值 16.51 12.26 9.52 28.03 15.41 19.46

Adj.R2 0.124 0.095 0.076 0.190 0.114 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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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了检验地区失业情况对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与员工雇佣保障之间关系的影

响，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的各省（直辖市 /自治区）失业率，将企业所在省份以当年全国失

业率均值为标准分类为“高失业率”和“低失业率”两组。由表5可以看出，在“失业率高”的样本

组中，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对长期雇佣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短期和临时雇佣有着显著

的负向影响。但在“失业率低”的样本组中，地位感知对临时雇佣比例的影响不再显著。通过对

比回归系数我们发现，核心解释变量企业家主观地位在“低失业率”样本组的系数绝对值比“高

失业率”样本组小。这些结果说明，当民营企业所处地区的失业情况较为严重时，具有较高综合

地位感知的企业家会主动采取措施保障员工权益，确保企业雇佣关系的稳定性，从而改善当地

劳动力市场环境。
 
 

表 5    地区失业率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失业率高 失业率低

ES1 ES2 ES3 ES1 ES2 ES3

（1） （2） （3） （4） （5） （6）

SSES 0.017***（3.24） −0.006*（−1.74） −0.010***（−4.45） 0.007**（2.44） −0.005**（−2.47） −0.002（−1.1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地区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 543 3 543 3 543 3 602 3 602 3 602

F值 26.40 15.75 18.40 20.70 13.16 12.23
Adj.R2 0.184 0.119 0.136 0.148 0.100 0.093

 

最后，本文从企业家风险感知水平、政治关联和企业是否建立工会组织三个维度来研究企

业特征因素对企业家综合地位感知与员工雇佣保障之间关系的影响。企业家外部环境风险感

知的度量根据问题“您认为今后5年，我国可能会面临哪些经济和社会风险？”。其中企业家回答

的每个题项得分设计为“很有可能1，较有可能为2，不好说为3，不太可能4，不可能为5”五个分

类维度，本研究主要考察市场风险感知，先对题项得分进行反向赋值，再使用主成分分析法，

提取外部市场环境风险感知公因子，最后生成综合指标值。若综合指标值<0则归类为低风险感

知组，若>0则归类为高风险感知组。企业家政治关联根据问卷题项“您是不是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若回答是则编码为1，不是则编码为0。企业建立工会组织情况根据题项“在您企业中，有无

下列机构？（可选多项）”若选择了工会组织则为1，未选择则为0。

表6回归结果表明，在风险感知较强的样本组中，民营企业家主观综合地位显著地促进了

企业长期雇佣员工的比例，但在风险感知较弱的企业中这一关系的显著性水平明显下降，回归

系数大小也不及“风险感知较强”的样本组。这表明，当企业家对环境风险较为敏感时，主观地

位感知能够改善企业家的风险规避特征。此外，由表6可以看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家和建立了

工会组织的企业占比不高，在这类样本中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与长期雇员占比之间的关

系均不显著。但在无政治关联以及未建立工会组织的样本中，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显著提

高了长期雇员的占比。这表明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能够在大多数制度不完善、无“政治优势”的

企业中发挥替代作用，进而改善企业员工雇佣保障质量。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测验后结论依然成立（限于篇幅，就不再报告
①

）。

（1）工具变量法，对于工具变量的选取本文主要参考以下几点。首先，Marquis和Qiao（2020）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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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生在1978年以前的人们经历过长期和密集的政治思想熏陶，并被称为“天生的红色一代

（Born Red）”。这种特殊经历会给当时的人们打上强烈的政治烙印。认知烙印产生于个体发展

过程中所经历的若干个“环境敏感期”，并且一旦形成将会持续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

形态（Marquis和Tilcsik，2013）。例如，朱沆等（2020）发现，拥有从军经历的企业家通常拥有更强

的个体责任感和使命感。“红色一代”企业家在早期受到强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鼓舞和爱国

主义思想的熏陶，会使其拥有更高的主观地位感知水平。同时，1978年以前出生的企业家通常

比年轻的企业家拥有更加丰富的关系网络和社会阅历。这些条件也会使得年长企业家普遍拥

有比年轻企业家更高的社会地位感知。但企业家是否在1978年以前出生和企业员工雇佣保障

之间难以存在直接的逻辑关联，即企业家年龄分层（IV-age）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因此，本文选

取企业家的年龄分层（IV-age）作为主观地位感知的工具变量，若企业家在1978年以前出生则将

该变量赋值为1，1978年之后出生则赋值为0。第一阶段回归中，当因变量为企业家主观地位感

知时，工具变量（IV-age）的回归系数为0.21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工具变量与解释变

量显著正相关。同时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为60.546，高于在10%水平拒绝弱工具变量

假设的临界值（16.38）。（2）PSM倾向性评分匹配法。首先根据企业家地位感知的中位数将研究

样本划分为高地位感知和低地位感知两组子样本，分别作为PSM分析模型中的处置组与对照

组。然后根据Logistics回归得到的估计得分在处置组与对照组之间进行1:1最近邻匹配，最后得

到3461个有效匹配样本。样本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配对前后公司以及企业家特征差异的显著

性明显下降，这表明样本经模型匹配分析后平衡性表现较好。（3）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参考已

有研究（马骏等，2019），本文选取企业家个人全年总收入代表经济地位，教育程度代表社会地

位，是否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代表政治地位，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后生成综合指标

值作为企业家地位感知的替代变量。本文还采用均值法对企业家主观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进

行处理，从而得到企业家地位感知的另一个替代变量。（4）考虑到本文被解释变量长期雇佣

（ES1）比例中有相当部分值为1，短期（ES2）和临时（ES3）雇佣比例中有相当部分值为0，本文采

用Tobit模型重新进行回归检验。

五、  作用机制

本文将进一步探究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对员工雇佣保障质量的具体影响机制。前文提到，

拥有较高地位感知水平的民营企业家具有更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站位，从而具有更加强烈的

员工保障意识去优化企业雇佣保障制度。企业内部用工环境的改善将使得员工“愿意”在企业

长期任职，从而提升企业长期雇员占比。同时，主观地位越高的企业家通常更加关心员工基本

权益，鼓励员工积极谏言以改善企业雇佣保障质量。这种做法能够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并促进

表 6    企业个体特征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ES1
（1） （2） （3） （4） （5） （6）

风险感知强 风险感知弱 有政治关联 无政治关联 有工会 无工会

SSES 0.014***（3.57） 0.010*（1.81） 0.002（0.56） 0.015***（3.54） 0.005（1.43） 0.017***（3.5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地区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 688 3 457 2 772 4 373 3 263 3 882

F检验 26.55 21.86 18.57 28.54 19.78 577.09
Adj.R2 0.174 0.156 0.169 0.165 0.151 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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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集体协商能力的形成。已有研究显示，企业与雇员之间集体合同的签订有助于强化员工的

议价和谈判能力，从而增强员工集体发声（collective voice）作用，最终稳定并改善了企业的劳资

关系（魏下海等，2015；徐细雄和严由亮，2021）。此外，地位感知水平越高的企业家越有可能主

动建立政治关联，积极分担地区就业压力，与政府共同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发展。

由于传统的中介效应“三步法”存在内生性偏误和部分渠道识别不清等问题（江艇，2022），

因此，本文参考Lei和Nugent（2018）的研究思路，通过观测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进行机制检

验。具体来讲，首先，参考已有研究（魏下海等，2015；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本文选用社会保

险人均费用支出（Sie）来衡量企业社会保险缴纳情况，检验企业家主观地位提高雇佣环境质量

进而使得员工“愿意留”的作用机制；其次，通过集体劳动合同覆盖率（Lcc）衡量企业员工的集

体发声能力，检验“集体发声”作用机制；最后，选用企业家是否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Pc）；企

业是否建立党组织（Pg），检验企业家地位感知是否强化了政企联结从而改善企业雇佣保障质

量。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家地位感知（SSES）与中介变量（Sie、Lcc、Pg、Pc）显著正相关。与此同时，

“集体发声（Lcc）”、人均社保支出（Sie）和“政企联结（Pg、Pc）”对企业长期雇佣均产生了显著的

正向影响。这些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企业家主观地位在改善企业的雇佣环境、提高员工的

集体协商和议价能力以及主动与政府产生关联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提高了企业长期雇

员占比，稳定了企业劳资关系。实证结果限于篇幅，省略报告。

六、  拓展性研究

为了应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中国政府不仅将“稳就业”提高到“六稳”工作的首位，采取

强有力的宏观政策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并积极开展重点群体就业帮扶、鼓励大众创业等众多

举措（肖人瑞等，2021）。企业改善员工雇佣保障不仅能够缓解劳资冲突、稳定地区就业形势，还

能够为优化营商环境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优良的营商环境可以强化企业家精神的积极作

用，缓解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家精神造成的冲击（吴娜等，2021）。另一方面，人力资源与劳动力

供给也是评估地区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营商环

境作为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外部条件，高效的行政审批制度、便捷的资源获取方式以及完善的基

础设施是助力高质量创业的关键。创业质量的提高不仅能够直接拉动企业投资，提升创新驱动

发展能力，还能够间接提供就业机会。

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探索企业加强员工雇佣保障对宏观市场环境的影响。地区营商环境以

两种方式来衡量：一种是各地区市场化指数，该数据来自王小鲁等发布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

指数报告（2018）》（BE1）；另一种来自全国第十二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根据问卷题项“请

您对企业所在地当前的经营环境进行评价”来衡量营商环境质量。该题项共附有14个子题项，

每个子题项得分设计为“非常满意为1，满意为2，一般为3，不满意为4，非常不满意为5”五个分

类维度。首先我们对子题项得分进行反向赋值，然后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营商环境的公因

子，最后生成综合指标值作为企业所在地营商环境指数（BE2）。回归结果显示，企业长期雇员

占比与地区营商环境显著正相关，短期和临时雇员占比与地区营商环境显著负相关。以上结果

表明，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改善员工雇佣保障的积极作用也能够间接传导到地区营商环境优

化上。实证结果限于篇幅，省略报告。

七、  结论与启示

“着力稳企业保就业”“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就业”问题已经

成为政府部门工作的重点内容。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和实现就业稳定的核心载体，改善企业员

第 1 期 民营企业家地位感知与员工雇佣保障 103



工雇佣保障则是实现稳定就业的关键。运用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

本文实证发现，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与员工雇佣保障质量显著正相关。具体来讲，当民营

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越高时，企业长期员工雇佣比例显著提升，短期和临时员工雇佣比例显著

降低。进一步检验揭示，民营企业家综合地位感知主要通过营造良好的雇佣环境、推动员工“集

体发声”和强化“政企联结”等三条路径对改善员工雇佣保障产生积极作用。我们还发现，民营

企业家综合地位对员工雇佣保障的作用强度受到企业所在地区官员晋升预期、市场化水平、失

业率和企业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影响。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民营企

业家们的资本与财富积累达到了新高度。但在民营企业家客观地位持续上升的现实背景下，其

主观地位认同却呈现出下降趋势（范晓光和吕鹏，2018）。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首先，企业家

地位感知水平上升有助于提高企业雇佣保障质量。因此，要充分肯定企业家的作用和地位，大

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要努力营造尊

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着力化解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社会身份歧视和主观地位

感知较低的现实困境。特别是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缓解民营企业在金融信贷、财政补贴、行

业准入等方面面临的制度性歧视。其次，良好的内部雇佣环境和员工集体协商能力是企业家主

观地位影响雇佣保障质量的关键路径。因此，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

制，建立正式的雇主—雇员沟通渠道、畅通员工利益诉求表达通道，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

劳资冲突风险，也为提高员工集体协商能力提供制度保障。此外，政企联结是增强政府与企业

间政策沟通的重要桥梁。因此，要充分发挥工商联、行业协会和企业党组织的政策传导效应，

引导民营企业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完善雇佣保障质量，与政府共同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繁

荣。最后，要积极引导社会舆论，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正如本文所言，

拥有较高主观地位的企业家通常会产生“优于平均效应”，促使其从事更多“亲社会”行为。新闻

媒体、行业组织要加强对员工雇佣保障质量优秀企业的表彰宣传。比如，近年来逐渐走进公众

视野的“最佳雇主100强”“胡润慈善榜”“福布斯慈善榜”等评估活动在释放榜样价值、引领集体

从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要引导企业家积极参与到“共建共治

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树立为国分忧的家国情怀，积极履行员工维度的社会责任。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限于数据收集的障碍，本文仅从员工雇佣期限、集体劳

动合同签订率与社会保险缴纳等方面反映企业员工雇佣保障质量，未来可以从更多维度拓展

员工雇佣保障研究的内涵边界。其次，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2014年和2016年全国私营企业抽

样调查数据，由于时间窗口较短，难以有效刻画企业家主观地位与员工雇佣保障质量之间的长

期动态演化过程。最后，本文仅仅考察了企业家地位感知对员工雇佣保障的影响，未来有必要

进一步探究企业家地位感知对环保投资、创新研发、长期导向等微观决策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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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Perception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Employment Protection

Gan Weiyu,  Qin Tianzhu
( School of Busines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

Summary: Employment  protection is  the  micro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to  improv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stabilize the employment market. Based on the 11th and 12th micro

survey data gathered from private firms in Chin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status  perception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on  employment  protec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atus perception level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entrepreneurs,  strengthen  their  long-term  business-oriented  behavior,  and

then  enhance  their  willingness  to  fulfill  employe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pecifically,

when the status perception of  entrepreneurs  is  higher,  the employment proportion of  long-term

employees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le  that  of  short-term  and  temporary  employees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t the same time,  the above relationships are heterogeneous with different

regions and firm situa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when the career horizon of officials in the region

where the firm is located is higher, entrepreneurs with a higher subjective status are vulnerable to

the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thus strengthening the impact on employment protection.

When  the  regional  market  environment  is  wors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higher,

entrepreneurs with a higher subjective status ten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take ac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In addition, the subjective status of

entrepreneurs can effectively mitigate the adverse impact of high-level  risk perception,  and non-
union and non-political connection on employment protec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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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nd a moderate decentralization in the vertical allocation of taxation powers is the key to

achieve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different  states  have  taken  the  lead  in

exploring interstate tax benefit equalization based on tax autonomy, due to a more decentralized

vertical  allocation of  taxation powers.  The Wayfair  case and the legislation attempts  by different

states  provide  a  reference  paradigm  for  China’s  domestic  tax  governance.  We  may  effectively

correct  imbalanced  regional  taxation  and  promot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y  taking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econstruct  the  allocation  system of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power  to  mitigate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impact  on  local  finance  caused  by

tax-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at the level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standardize the operation of

local tax-preferential policy formulation power to enhance the inter-region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between digital and market resources; construct a vertical allocation system of taxation powers that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give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differences in

tax endowments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substantive justice; and appropriately expand local tax

legislation power to promot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tax governa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imbalanced regional taxation; vertical allocation of taxation

powers; domestic tax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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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career horizon of officials in the region where the firm is located is higher, the market

system  is  wors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higher,  the  impact  of  the  status  perception  of

entrepreneurs on employment protection is more obvious. When a firm has a higher level of risk

perception  and  does  not  establish  unions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  the  impact  of  the  status

perception  of  entrepreneurs  on  employment  protection  is  stronger.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subjective status of entrepreneurs main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by  improving  the  internal  employment  environment,  enhancing  the “collective  voice” of

employe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ment-enterprise connection. Further research reveals tha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market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the  subjective  status  perception  of  entrepreneurs  on  employment

protection,  and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employee  rights  protection.  It  also  provides  necessary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for  building  a  social  atmosphere  of  respect  for  entrepreneurs,

strengthening  entrepreneurs’  self-identity,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private entrepreneurs; subjective status perception; employment protection;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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